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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放管服”的强链补链效应：

建设用地审批权下放的视角

陈　旭　纪展鹏　冯德连*

内容提要　提高建设用地审批效率是激发地方发展活力、优化产业结构的

内在要求。本文基于各城市政府规划报告与企业主营产品，运用大语言模型构建

城市重点培育产业及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分布数据库，通过事件分析法考察了

我国建设用地审批权下放如何影响产业强链补链。研究发现，审批权下放显著促

进了城市重点产业强链补链，且效应逐年增强。机制在于，在土地供给方面，审批

权下放提高了政府对重点产业的土地供给倾向，降低了土地制度性交易成本；在

产业生态方面，审批权下放促进了链主型企业引育和产业集群形成，从而扩大产

业规模及上中游企业数量。此外，该强链补链效应因土地市场环境的不同而存在

差异。最后，审批权下放驱动的本地产业链构建缓解了区域内产业同构。本研究

为我国以土地“放管服”为代表的行政分权改革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与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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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近年来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全球供应链重构进一步凸显了我国在产业链上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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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短板与瓶颈，各城市亟须通过“强链补链”来提升产业抗风险能力和经济韧性。土

地是承载产业发展的基础要素和主要空间，合理高效的用地审批制度能够直接影响

企业投资效率和城市产业布局调整。过去较长一段时期内，严格的土地“分级分散审

批”制度在有效强化耕地占补平衡和保护基本农田的同时，也由于客观存在的审批程

序复杂、周期长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无法及时满足工业用地需求，并削弱了土地配置

效率和经济增长质量（沈坤荣和赵倩，2020）。党的十八大以来，“放管服”改革在各个

层面广泛且深入推进，其中，“赋予省级政府建设用地更大自主权”是近年来土地“放

管服”改革的主要体现，已成为提升地方政府决策效率、减少要素错配的重要手段。

现有研究已从技术创新（李建成等，2024）与土地存量调整（张莉等，2023）等视角揭示

了土地“放管服”对企业个体产生的影响。值得思考的是，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

企业已不再是孤立的生产个体，而是深度嵌入产业链分工网络、与上下游协同向中高

端攀升的关键一环。在此情境下，政府如何通过土地要素的统筹配置服务于“强链补

链”目标成为亟待探索的重要命题。因此，本文聚焦的问题是，以建设用地审批权下

放为代表的土地“放管服”改革是否有助于地方政府推进强链补链？其内在的作用机

理是什么？

土地管制产生的经济效应已得到学者们的关注和讨论，但研究结论尚未达成一

致。一种观点认为，严格的土地供给约束阻碍了投资效率和要素流动，不利于要素配

置优化和经济增长（Turner et al.，2014）。Hsieh and Moretti（2019）、黄文彬和王曦

（2021）分别在美国和中国情境下，通过构建一般均衡模型评估和验证了土地用途管

制对经济增长和要素配置效率的抑制作用。此外，韩立彬和陆铭（2018）、余吉祥和沈

坤荣（2019）从房价波动和劳动力流动的角度考察了土地供给约束导致的社会福利损

失。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中国严格实施耕地保护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土地供

给模式过于宽松和粗放，地方政府在配置工业用地过程中普遍存在低价供给、过量供

给的行为，这导致土地严重错配并损害了生产效率（黄健柏等，2015）。因此，实施严

格的建设用地管制一方面能够倒逼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应对土地供给约束带来的生产

规模抑制效应（张超等，2023），另一方面能够激励地方政府“腾笼换鸟”，将土地出让

给生产效率更高的企业，从而改善土地要素错配现象（谢婷婷和张辉，2024）。

值得注意的是，现有关于土地管制的研究大多是从用地面积约束这一角度出发，

忽略了行政审批效率这一视角。为此，近年部分学者开始从用地审批制度这一角度

探讨放松土地管制带来的经济效应，认为严苛的土地审批流程给要素配置和经济效

率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应当进一步推广和实施用地审批权下放，发挥市场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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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土地利用效率的改善作用。比如，张莉等（2023）以及李建成等（2024）利用国务院

批准城市建设用地审批制度改革试点作为外生冲击发现，用地审批权下放不仅能够

提高城市中新增企业的生产效率，还能够增强本地企业的知识溢出和跨区域合作创

新。并且，建设用地审批权下放并未导致建设占用耕地（陈宇琼和钟太洋，2016）。然

而，米旭明（2022）认为，目前我国土地要素市场发育迟缓以及对粗放式供地路径的依

赖依然存在，赋予地方政府过多的建设用地自主权容易加剧土地错配。总体而言，用

地审批权下放的经济效果评估处于起步阶段，不同学者所持观点存在明显差异，亟须

得到更多方面的探索。

与本文研究内容关联较为密切的另一类文献是产业链韧性的影响因素研究。从

技术升级角度出发，部分研究认为数字化和智能化能够促进产业链中更多细分生产

环节形成比较优势，从而增强产业链的韧性和完整度（Gaggl and Wright，2017；吕越

等，2024）。从开放合作角度出发，部分学者认为，在供应链中引入多源供应商是分散

进口成本波动和供应链中断风险，进而增强国际产业链韧性的有效手段（Baldwin and 
Freeman，2022；彭水军和李之旭，2024）。

总而言之，尽管目前国内很多城市在强调产业强链补链的重要性，但就如何增强

城市内产业链的完整度和竞争力，尚未在定量层面得到清晰地刻画和直接论证。本

文认为，在耕地保护政策已得到严格落实的背景下，我国各城市若要加快实现强链补

链，地方政府需要被赋予更加高效的建设用地自主权。与其他政策相比，土地“放管

服”对地方产业链调整的影响具有更为直接和具体的作用。首先，建设用地审批不仅

是产业政策的一部分，更是地方政府推动产业集聚与结构优化的基础性政策工具。

相比于其他政策，如金融支持、税收优惠，土地供应具有不可替代的资源属性。尤其

在建设用地资源紧张的背景下，土地供给直接决定了企业地理布局决策和产业的扩

张能力。建设用地审批权的下放，使地方政府能够优先配置关键产业环节所需的土

地资源，直接推动了产业的强链与补链。其次，长期以来，土地审批中的集中式管控

和烦琐审批流程，不仅增加了企业的时间成本，还降低了地方政府对产业发展需求的

灵敏反应能力。通过下放审批权，地方政府能够迅速调整土地供给策略，更直接地触

发企业新建和扩建行为，进而提升地方产业链的韧性，这也符合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

结合的改革方向。

本文首先搜集我国所有城市的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以及十四五规划报告，随

后运用文本识别和大语言模型方法界定城市中的重点培育产业及其所有新增企业在

产业链中的上、中、下游位置，最后检验用地审批权下放对城市重点培育产业整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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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各环节新增企业数量的影响和作用机理。本研究既为认识土地“放管服”对产业强

链补链的深刻影响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为通过深化简政放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供

了实践证据。

本文的贡献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1）开发了基于大语言模型的产业链识别与

测度新方法，为产业政策研究提供微观数据基础。现有文献在刻画城市重点产业方

面主要依赖人工提取政府文件，存在主观偏误与行业划分模糊的局限性。本文将大

语言模型引入产业政策研究，通过微调模型实现城市规划文本的自动化解析并精准

提取城市重点培育产业名录，同时进一步结合企业主营产品信息与产业链图谱，构建

了覆盖全行业、全链条的微观企业上下游位置数据库。该方法突破了传统研究对人

工标注的依赖，为量化分析产业链动态提供了高精度、可复制的数据分析框架，这对

于未来围绕强链补链开展量化研究提供了方法基础。

（2）揭示了土地要素驱动产业链升级的理论机制，拓展了行政分权研究的分析维

度。既有关于土地“放管服”改革的文献多聚焦企业生产效率或要素错配，而关于产

业链韧性的研究视角集中于技术升级或国际合作，均未充分关注土地作为基础性生

产要素在完善产业链中的核心作用。本文基于行政分权理论，构建了土地供给-产业

生态双路径分析框架，验证了建设用地审批权下放通过改善土地配置结构（调整供地

倾向与降低土地交易成本）、优化产业组织生态（链主引育与集群塑造）这两大渠道推

动产业强链补链的机制，为理解行政分权改革的经济效应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3）提供了产业政策与土地制度协同优化的经验依据，深化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

府的互动逻辑。现有研究通常将产业政策与土地政策割裂讨论，本文通过多维度异

质性检验，揭示了工业用地需求、土地市场化水平、房地产财政依赖度等土地要素环

境如何调节政策效果。研究发现，土地“放管服”的强链补链效应在工业用地需求高、

土地市场化程度高、房地产财政依赖度低的地区更为显著，表明行政放权需要与市场

化改革协同推进方能释放制度红利。这一结论不仅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结合的治

理模式提供了微观证据，也为差异化土地“放管服”政策设计提供了理论支撑。

二　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我国用地审批制度改革的背景

从 1999年至今，我国用地审批政策经历了审批权上收和下放两个阶段。1999至

2006年为用地审批权全面上收阶段。在进入21世纪前后，在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快速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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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的背景下，部分省级政府为了提高建设用地审批效率以促进经济增长，在建设用地审

批过程中存在乱占耕地、违法批地等现象，严重损害了粮食安全和生态环境。为此，国

家将各地用地审批权上收至中央，并出台了严格的审批流程和条件要求。比如，根据

《报国务院批准的建设用地审查办法》（1999），围绕保护耕地资源和改善生态环境，加强

了对建设用地的分级预审和土地使用过程中的督查制度，规定城市建设用地需要由省

级政府审批同意之后上报至国务院，审查内容包括建设用地范围、供地方案、补充耕地

措施等13项内容。2006年，《关于做好报国务院批准建设用地审查报批有关工作的通

知》明确要求，抑制部分行业和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从严控制新增建设用地规

模，并规定国务院每年对各城市建设用地申请集中审批一次。

然而，随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以及从“乡土中国”走向“城市中国”的双

重趋势叠加，用地管控过程中烦琐的审批流程导致滞后的土地供给效率与旺盛的土

地需求之间矛盾越来越突出。2009年至今，自然资源部（原国土资源部）陆续发布了

关于用地审批制度调整或修订的文件，内容导向均为简化用地审批流程、提高用地

报批效率。其中，2011年发布的《国土资源部关于开展改进报国务院批准城市建设

用地审查报批工作试点的通知》标志着用地审批改革进入了实质性阶段。它不仅明

确了审批流程中的具体简化措施，还提出了具体的试点方案，旨在通过试点城市的

经验总结和推广实现全国范围内的用地审批高效化。该试点政策分为三个批次：第

一批次选择在天津、辽宁、广东等省（区、市）35个城市中开展工作试点，将用地申请

审查内容由原来的 13项精简至 3+1项；第二批次选择在北京、上海、重庆、浙江等省

（区、市）20个城市中开展工作试点；第三批次扩大至报国务院批准用地的所有城市

（106个）。图 1报告了 1999-2016年我国建设用地审批政策演变历程。

（二）理论分析

图 2展示了假说 1的内在逻辑。根据行政分权理论，在多级政府治理体系中，过

于集中的行政管制是造成资源错配的原因之一（Fajgelbaum et al.，2019）。我国建设

用地审批权下放之前对城市工业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

建设用地从申报到供应之间周期过长①。长时间的审批过程不仅增加了项目的不确

定性和风险，还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并削弱其在产业链中的转型与创新能力

①　建设用地申报通常由地级市政府拟定建设用地方案向省级政府请示，省政府审核之后将全省各市的建

设用地申请方案统一上报国务院和国土资源部（原）。在建设用地申请方案被审核批准之后已历时一年左右，

再加上建设用地的实施方案申请和论证，一个项目用地从申报到获得土地往往至少需要 18个月左右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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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et al.，2024），从而损害了地方产业链的完整度和竞争力。二是地方政府与中

央政府之间的博弈动机过高，导致了土地资源供给的不平衡和不精准，甚至造成了大

量建设用地的闲置或供给不足（田志强等，2012）。这一局面不仅使得地方政府在土

地资源配置中的调控能力不足，还加剧了土地资源错配，进一步影响了地方产业链的

协调发展和优化升级。建设用地审批权下放可视为一种制度性赋权行为，其通过重

构央地政府间土地资源配置的权责关系为城市强链补链提供结构性支撑，理论逻辑

体现为以下三个层次：其一，基于地方信息优势的治理效率改进，分权机制能够激发

地方政府更精准的产业需求识别能力，并通过缩短审批层级提高土地出让效率，从而

促使土地供给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动态需求实现匹配（Oates，1993；王立勇和高玉胭，

2018）。其二，依托决策自主性的空间适配强化，地方政府可依据区域产业禀赋差异

制定差异化供地策略，在土地审批制度改革中嵌入产业链图谱导向（如优先保障“卡

图 1　我国建设用地审批制度改革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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脖子”环节用地），进而引导生产要素向高附加值环节和薄弱环节集聚，破解传统“一

刀切”模式导致的要素错配困境（Xu，2011）。其三，建设用地审批权的纵向下放促使

地方政府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角色从单一的管理者转变为产业发展和创新生态系统

的积极推动者，促使政府治理模式更加遵循市场趋势，从而实现更有活力的经济环境

和更高效率的土地配置（Kong et al.，2024），这一过程不仅契合新制度经济学中“产权

细分-交易成本降低”的理论预设，更通过空间治理权的结构性调整为地方政府提升

产业链控制力提供了制度性通道（张军，2008）。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假说 1：建设用地审批权下放能够促进地方产业强链补链。

图 2　建设用地审批权下放的强链补链逻辑框架

进一步而言，建设用地审批权下放对城市强链补链的影响路径可以从土地供给

和产业生态这两大方面进行分析。

土地供给体现在供给对象和制度性交易成本这两方面。从土地供给对象角度

出发。在中央政府集中审批的模式下，决策者远离地方经济运行的具体情境，信息

不对称导致审批过程更多依赖标准化规则（如企业规模）而忽略了地方产业链的具

体薄弱环节和关键企业的实际需求。地方政府相较于中央政府更贴近市场，拥有

更充分的本地产业信息优势，能够更精准地识别本地产业链中的薄弱环节和关键

发展需求（Hayek，1945；叶兵等，2014）。建设用地审批权下放之后，尽管地方政府

决定用地时序的自主权明显提高，但仍需在国家建设用地指标总量控制下进行决

策。在这一约束条件下，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将土地资源向本地关键产业链的薄弱

环节倾斜，通过“精准供地”实现对产业链条的强链补链（陈强远等，2023）。例如，

宁德市在培育动力电池产业链中，通过优先保障宁德时代及其上下游企业的土地

供给，迅速完善了动力电池全产业链。这种高效精准的土地供给模式能够避免因

信息不对称和决策延误而导致的资源浪费和机会损失，进而提升地方产业链的完

整性和竞争力。此外，审批权下放有助于地方政府为经济主体提供稳定可预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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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环境，提升企业对投资环境的信心和增强本地对异地企业的吸引力，从而推动

产业链条在技术、市场和资源上的深度整合和优化（Restuccia and Rogerson，2017）。

从土地制度性交易成本角度出发。在早期中央集中审批模式下，土地审批流程

烦琐且耗时较长，需要企业进行多次的资料提交和多部门的协调，导致企业面临大量

的行政成本和非生产性投入。尤其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初期，高昂的制度性交

易成本对中小型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负面影响尤为明显，从而抑制了新企业的

入驻和原有企业的扩大生产（Mahagaonkar，2008；毕青苗等，2018）。在建设用地审批

权从中央下放至地方政府之后，审批流程的简化和审批效率的提高减少了企业的行

政沟通成本和资源消耗，使其释放出更多的资源投入核心业务上（陈勇兵等，2023），

进而促进产业链不同生产环节中各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以及产业链整体竞争力的增

强。并且，从企业之间土地配置角度出发，近年来我国各地区普遍强调强链补链，特

别关注处于上游的企业，这类企业通常需要较多的土地用于建设研发中心、试验基地

和高端生产设施。在审批权下放之前，较高的土地制度性交易成本限制了高技术企

业所能够获取的土地支持，而低技术型企业通常对于土地的要求较低并且有更高动

机通过寻租方式获取土地，最终表现为土地资源错配和产业链升级受阻（邵朝对等，

2018）。因此，建设用地审批权下放至地方政府有助于形成企业间正向竞争的激励机

制，促使土地资源向高技术、高效率的企业集中（金晓雨，2021），进而推动产业结构优

化和强链补链。综上，本文提出：

假说 2a：在土地供给层面，建设用地审批权下放能够改变政府对重点产业的土地

供给倾向和降低土地制度性交易成本，从而促进城市产业强链补链。

产业生态体现在链主型企业引育和集群经济这两方面。从链主型企业引育角度

出发。建设用地审批权下放为地方政府与链主型企业之间的深度合作提供了契机。

行政分权改革通常会激发地方政府间制度竞争，倒逼其更加注重政策创新和优化营

商环境以回应企业需求（Blanchard and Shleifer，2001），特别是链主型企业作为填补地

方产业链短板环节的关键力量，其相关项目的落地通常伴随着特定的土地和配套需

求，这促进地方政府为链主型企业提供更加精准和个性化的工业用地支持，从而更好

地培育和吸引创新能力强、增加值高的链主型企业（刘建丽，2019）。从价值链理论出

发，链主型企业凭借其影响力和市场地位能够吸引大量上下游配套企业及相关服务

机构在其周边集聚，产业链的完整性和竞争力由此得到提升（Bernard et al.，2019），从

而产生强链补链效应。从网络外部性理论出发，一方面，链主型企业能够快速塑造根

植于本地经济环境的供应体系，随着审批权下放带来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增加，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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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型企业能够带动产业链中的新增企业和新增项目迅速启动生产，从而加快形成完

善的生产和供应网络（Andersson et al.，2019）；另一方面，在以链主型企业为核心的产

业生态系统中，市场信息扩散和技术溢出效应更为突出，这有助于增强上下游企业生

产效率和创新水平（叶振宇和庄宗武，2022），从而体现为整个产业的强链补链①。

从集群经济角度出发。建设用地审批权下放有助于塑造城市中的集群经济，从

而推动地方产业强链补链。从投资环境不确定性角度看，中央对审批权的集中管理

增加了地方政府和企业在制定长期投资计划时所面临的土地政策不确定性，从而抑

制了企业投资意愿和相关企业的集聚（李力行等，2016）。因此，审批权下放赋予了

地方政府在土地资源配置上更大的自主权，使其能够在更大程度上统筹土地出让与

区域产业规划，表现为地方政府能够根据地方产业实际优先保障产业链关键环节及

新兴产业用地，这有效吸引了上下游企业的集聚并促进了产业集群的形成（陈强远

等，2023）。比如，建设用地审批权改革赋予地方开展“链式供地”的空间，深圳通过

“联合竞买”模式为华为上下游配套企业提供连片用地，大幅提高了 5G 产业链本地

配套率。在产业集群中，一方面，产业集群中的企业由于地理邻近，更容易形成企业

间知识溢出和协同创新。企业之间能够通过频繁的互动快速获取最新的技术信息

和市场趋势，推动产品和工艺的创新，从而填补产业链中的薄弱环节和强化自身核

心优势（陈强远等，2024）。另一方面，集群经济的形成有助于企业享受到产业链上

下游的规模经济和知识溢出，这使得原本高成本的生产环节在集群内更具经济可行

性，降低了新企业的进入门槛以及初创期的风险和成本。集群中的声誉溢价能够吸

引更多具有补链能力的企业加入，进一步完善产业链结构（Rosenthal and Strange，
2020）。综上，本文提出：

假说 2b：在产业生态层面，建设用地审批权下放能够引育链主型企业和塑造集

群经济，从而促进城市产业强链补链。

三　研究设计与核心指标描述

（一）强链补链的识别策略

本文主要关注城市重点培育产业的强链补链，为此，首先需要获取城市细分重点

①　比如，深圳和苏州等地支持将较大面积的连片土地出让给“链主”企业，鼓励其对产业空间进行统一规

划管理，在用地性质、用途不变的前提下，允许其将一定比例的自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给配套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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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产业信息①。现有文献关于城市重点培育产业的界定通常以省份层面的五年规

划政策文件为依据，通过阅读规划文件，人工提取其中重点发展的工业行业，构建省

份层面的重点行业目录，或是利用文本分析的方式，通过对一段时期内公布的政府文

件中产业被提及的频次界定地区的重点规划行业（Kenderdine，2017；张莉等，2017；王
海成等，2023）。这为获取地区重点培育产业信息提供了参考，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一是规划文件是政府主动公开以便社会了解政府在之后一段时期内的工作重点

与行动方针，因传播普及的需要，其中部分行业的表述往往并不严格，同一文件可能

涉及不同层级的行业划分标准（比如《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 2位码行业和 4位码行

业），这就意味着以经济学研究为目的提取文件中的行业信息十分依赖研究者自身对

问题的认知。考虑到不同研究者所具有的知识背景、行业认定标准以及对各规划文

件制定时的历史背景了解程度不一致，这种方法所提取的城市重点行业目录可能掺

杂了较多的主观因素，进而导致研究对象因研究者而异，各研究之间的重点行业信息

难以进行横向对比（Törnberg，2023）。二是重点行业目录的构建是基于研究者对规划

政策文件的理解得出的，可能存在属于政府认定范围但未被研究者纳入重点行业名

录，以及不属于政府认定范围但被研究者纳入重点行业名录的情况。相较之下，大语

言模型因其所具有语义级别的理解能力以及背景信息的全面了解而在文本标记、信

息提取、对话及语义分析等自然语言处理任务中广泛应用，在提取城市重点培育产业

信息时保持较高一致性并具有良好的适用性。

为克服人工阅读提取城市重点规划行业所存在的局限性，本文在收集城市层面

“十一五”至“十四五”规划纲要文件的基础上，利用本地化部署的大语言模型

（ChatGLM-3-6B）提取其中包含的重点行业信息。具体来说，首先，本文利用网络爬

虫技术从各地级市政府网站获取城市层面“十一五”至“十四五”时期的五年社会发展

规划纲要文件，并提取文件中关于当期重点发展目标的章节，对于文件缺失的城市，

以该城市后一规划时期文件中关于城市在前一规划时期所取得的发展成就替代，由

此构建较为完整的城市规划文本数据集②。其次，参照金星晔等（2024）的训练集标记

①　重点培育产业（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强链补链是国家顶层设计中的优先级政策目标。中央及多地政

府文件明确要求优先保障重点领域产业链用地需求，地方政府在操作层面亦通过产业准入清单等机制对非重

点行业形成天然筛选。这决定了研究最好紧扣政策设计的核心作用对象。若泛化讨论非重点行业，反而可能

模糊政策干预的因果链条，削弱研究问题的针对性。

②　以图片形式公布的城市五年规划纲要，通过调用Python中的OCR模块实现图片中的文字识别，之后再

筛选出其中关于当期重点发展目标的有关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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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将参与标记的研究人员随机分为两组，对抽取出的 25% 规划文件进行人工标

记，记录两组研究人员提取文件信息的初始情况，以图 3所示构建偶然一致矩阵O。

并计算克里彭多夫可靠性系数（Krip_α），作为评价观测者内部一致性的对照①：

Krip_α = 1 - (N - 1)∑c∑k
Ock∑c∑k

Nc Nk

（1）

图 3　观测数据结构与偶然一致矩阵

在图 3与式（1）中，CMN为观测者M对于观测对象N的观测结果记录；Ock为偶然一

致矩阵中 c行 k列的元素，为所有观测对象中观测者观测结果两两比较为 c-k配对的

计数加权之和，权重为第m个观测对象中非缺失观测结果的数量；Nc为偶然一致矩阵

中第 c行或第 c列排除缺失元素后的元素值之和；N为偶然一致矩阵中非缺失元素值

的总和。在此之后，对所有不一致内容进行研究人员组间公开讨论，直到两组研究人

员对于抽取规划文件的提取信息没有任何异议，以 8︰2的比例将标记内容进行拆分，

构建用于大语言模型微调的训练集与测试集。再次，在不对大语言模型微调的情况

下，对将测试集文件排除在外的城市重点规划文件进行 n轮提问（n为研究人员的人

数，以保证Krip_α的计算结果仅受被测试的对象是研究人员或是大语言模型这一变

量的影响），记录大语言模型的结果并计算 Krip_α，用以衡量大语言模型在初始状态

下的编码器内部一致性。之后使用训练集对大语言模型进行低阶适应微调，这能够

将连续可微的提示应用于模型的不同连接层级中，能够以较小的成本调整较多的模

型参数，实现大语言模型精度的提高。同样地，使用微调后的大语言模型对除测试集

以外的城市重点规划文件进行 n轮提问，记录每一轮大语言模型对文件的信息提取

①　克里彭多夫可靠性系数通常用于检验不同的观测者、研究人员或编码器对于同一组观测对象的认识或

观察结果的一致性。该指标介于 0到 1之间，指标值越大，说明被测试的各观察者或编码器之间对于同一组观

测对象所能得出的结果越趋于一致（Krippendorff，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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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并计算Krip_α，用以衡量大语言模型经微调后的编码器内部一致性，大语言模型

的一致性如图 4所示。可以看出，无论是微调前还是微调后，大语言模型在文本信息

提取中表现的一致性较人工识别更高，这说明大语言模型在面对较多文件且需要保

持较高提取标准一致性的情况下有更大的优势。从图 5中可见，训练损失随训练步

数增加而下降，这表明模型在逐渐学习。在训练初期，损失下降较快，随后逐渐减缓

并趋于平稳。平滑处理后的曲线显示，整体损失降至接近 0，模型表现逐渐改善并趋

于稳定。这表明模型在训练过程中不断优化并收敛到一个低损失的状态。此外，本

文进行了混淆矩阵检验，并据此计算大语言模型识别重点培育产业的准确率、召回率

以及F1得分，结果体现出大语言模型提取结果的准确性①。

　　　　　　图 4　大语言模型的一致性　　　　　　　图 5　大语言模型训练损失变化趋势

在获取各城市重点培育产业名录后，本文依据万得（Wind）数据库发布的产业链

图谱，对各城市产业名录与企业进行标准化匹配以及上、中、下游位置识别。顺沿该

图谱能够获得各类产业涵盖的超过 16万个不同环节产品关系，上游企业主要从事基

础原材料、核心零部件制造，中游企业主要从事中间产品制造、模块化组件生产或精

密加工，下游企业主要从事终端产品成品组装、系统集成或品牌整机生产。具体识别

步骤如下：首先，将各城市确定的重点产业名称与产业链图谱中细分行业节点进行对

接，统一行业分类标准，确保城市产业与产业链环节准确对应；接着，基于“天眼查”及

“企查查”平台提供的全量新注册企业数据，提取企业主营业务描述和产品信息，通过

文本清洗与关键词抽取，识别每家企业所属的细分行业及其主营产品，再依据每个企

①　具体内容报告请阅《世界经济》网站（www.jweonline.cn）2025 年第 10 期在线期刊中本文的补充材料附

图 1和附表 1。后文简称见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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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营产品在图谱中的位置，将其对应至产业链的上、中、下游环节；最后，在城市-年
度-重点产业-细分产业链位置的维度上，统计每年新进入的企业数量①。

（二）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将国务院批准城市建设用地审查报批工作试点这一土地制度改革作为外生

冲击，考察土地“放管服”对城市中重点产业链发展的影响。试点工作分三个批次分

别在 2011、2012以及 2016年开展，试点城市数量从 2011年的 35个增加至 2016年的

106个。因此，本文将全部地级市和直辖市作为研究样本，其中，处理组为三批试点的

106个城市，控制组为所有非试点城市。土地“放管服”期间地方产业链通常处于动态

变化之中，使用双重差分法得到的估计系数只能反映政策实施期间的平均作用效果，

无法体现出政策效果的逐年变化趋势。鉴于此，本文借鉴张子尧和黄炜（2023）的做

法，采用事件研究法进行检验，具体如（2）式所示。

chainit = α0 + ∑b=-10
-2 αb1 Db

it + ∑a=0
9 αa2 Da

it + α3CVit + λi + μt + εit （2）
其中，下标 i和 t分别表示城市和年份，被解释变量 chain表示城市的强链补链情

况。当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呈现出“下游庞大、中游不足、上游

缺失”的特点，狭义上的补链主要指对产业链完整性和自主可控性的直接弥补。这通

常体现在上、中游的基础材料、核心零部件、关键设备等领域的布局。这些环节一旦

缺失，整个产业链可能面临断供风险。增强上游和中游环节是“补链”行动最紧迫的

任务，因此，本文将重点培育产业上游和中游环节企业数量的增加视为补链。强链主

要指在产业链完整性得到基本保障后，为了提升整体附加值、竞争力而向下游应用

端、市场端的拓展，它是对已补齐链条的强化、延长和价值挖掘。因此，本文主要使用

政府重点培育产业全产业链企业数量的增加来体现。Db
it 和Da

it 分别表示政策实施前

以及政策实施后的相对时点变量，αb1 和αa2 分别表示政策实施前后各时点对应的回归

系数。CV表示控制变量集合，具体包括人均GDP、人口规模、外商直接投资占GDP比

重、财政压力、第三产业产值占比、是否有国家级开发区或高新区、是否有国家级实验

室、是否有政府引导基金、是否设立公共数据开放平台、是否为智慧城市试点城市。

λi、μt 分别表示城市、年份层面的固定效应，εit 为随机误差项②。鉴于被解释变量存在

①　本文研究样本均为工业制造业企业，原因在于：一方面，当前国家层面推动的“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

现代化”战略，其政策焦点与实操核心高度集中于工业制造业体系。另一方面，本文计量分析涉及的数据库本

身主要针对工业制造业企业。

②　变量描述性统计报告见网站附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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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的数值跨度差异，本文对模型中的连续型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旨在缓解异方差

性和增强不同量纲连续变量的回归系数可比性（Wooldridge，2010）。

（三）数据资料来源

建设用地审批权下放试点城市名单来源于《报国务院批准的建设用地审查办

法》以及其他相关公开文件。城市重点培育产业涉及的原始资料来源于所有地级市

和直辖市十一五至十四五期间的五年规划报告。此外，本文在识别企业在产业链中

上下游位置以及计量检验中使用的数据包括全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库（2007-2016
年）、企业全量专利数据库（2007-2020）、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6-2015年）、中国

土地市场网、企查查网站、天眼查网站、万得细分产业链图谱等。其中，与工业企业

数据库主要包含规模以上企业不同，“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包含为数众多的中小企

业，能够更全面地反映企业和行业信息。中国土地市场网为我们提供了工业用地交

易数据，包括土地交易的交易时间、所处位置、总价、面积、土地用途等详细信息，对

于本文从土地供给视角论证建设用地审批权下放对城市强链补链的影响机制具有

重要价值。企业全量专利数据库在本文中用于从技术优势视角界定城市重点培育

产业。企查查网站、天眼查网站以及万得产业链图谱用于识别企业的主营产品及其

在产业链中的位置。控制变量涉及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相关政

策文件。

四　土地“放管服”的强链补链效应检验与分析

（一）方法适用性检验

在公共政策评估中，研究设计与政策实施的时空特征需保持逻辑一致性。尽管

双重差分法（DID）被广泛用于因果推断，但其有效性依赖于处理组与对照组的平行趋

势假设以及政策干预时点的统一性。然而，本研究关注的建设用地审批权下放政策

具有典型的多阶段渐进特征，不同试点区域的生效时点存在显著异质性。这种政策

推进的动态性与非同步性，导致传统DID框架面临两大挑战：其一，处理组样本随时

间动态变化，难以构造稳定的对照组；其二，异质性政策时点会引发“交错处理效应”，

若处理效应在时间维度上存在异质性，DID的加权平均结果可能产生严重偏误（Sun 
and Abraham，2021）。

近年来，事件分析法因能有效捕捉政策动态效应而成为前沿计量工具（Miller，
2023）。相较于DID方法，其优势体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通过构建标准化事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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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将不同处理时点的样本映射至统一的分析框架，解决了异质性政策生效时点的识

别难题；其次，允许处理效应随时间非线性变化，可直观呈现审批权下放对产业链强

化效应的滞后性与持续性特征；最后，其识别假设更为宽松，而不是像在使用DID方

法时，对事前平行趋势的要求那么严格。同时，使用未受处理样本反事实拟合组间异

质性趋势，规避传统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可能存在的“污染偏误”，能在渐进式改革场景

中更精准识别建设用地审批权下放的长周期政策效果。

本文样本包括 3个不同批次成为试点城市的处理组和 1个未成为试点城市的控

制组。图 6展示了 2006-2021年以建设用地审批权下放实施年份分组的城市重点培

育产业新增企业数量变化趋势，可以看出，与未实施土地审批权下放的城市相比，各

组重点培育产业新增企业数量上升趋势更加明显且表现出显著的组间差异性。

图 6　城市重点培育产业新增企业数量分组变化结果

随后，参照张子尧和黄炜（2023）关于事件研究法的操作建议，本文对建设用地

审批权下放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组间均值变化是否支持平行趋势进行进一步检

验。图 7（a）展示了相对试点发生各时期的回归系数，可以看出，相对试点发生时期

之前的各期样本中回归系数不能排除为 0 的可能性，且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时间趋

势，这支持了平行趋势假设；图 7（b）展示了以不同试点发生前相对处理时期为基

期，对事前各期回归系数进行联合显著性检验的 P值，可以看出，事前回归系数联合

显著性检验均不拒绝事前各期回归系数为 0 的原假设，增强了平行趋势支撑的稳

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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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7（a）　平行趋势检验　　　　　　　　图 7（b）　事前系数联合显著性检验

（二）基准检验

图 8（a）展示了建设用地审批权下放对城市重点培育产业新增企业数量的影响，

实验组新增企业数量明显高于控制组。具体而言，虚线右侧的横向直线为平均估计

系数，反映审批权下放之后对重点培育产业新增企业数量的平均处理效应。显著为

正的系数表明，审批权下放之后，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围绕重点培育产业引进相关企

业。折线为运用事件分析法得到的估计结果，审批权下放之前，所有时期的系数均不

显著，意味着审批权下放前实验组与控制组没有明显差异，为平行趋势提供了支撑。

审批权下放之后，实验组的新增企业数量发生阶段性变化。在审批权下放之后的前

两年，重点培育产业新增企业数量没有发生显著增加；从审批权下放之后的第三年开

始，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且逐年上升，这表明审批权下放对重点培育产业新增企业数量

的促进作用开始显现并不断增强。

产业强链的另一种直观体现是生产规模的扩张，为此，本文将重点培育产业的产

值作为被解释变量再次进行检验，结果报告于图 8（b）①。关于产值的计算，由于天眼

查和企查查网站不公布企业财务数据，本文在获得城市重点培育产业信息的基础上，

将 2007-2016年税务调查企业依照其主营业务范围与城市重点培育产业信息匹配，

进而将企业产值加总到各重点培育产业层面。其中，税务调查企业的主营业务信息

来源于企查查网站。可以发现，审批权下放之前，所有时期的系数均不显著，而在审

批权下放之后，平均处理系数为 0.0265且在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审批权下放有效

促进了重点培育产业的产值增长，并且政策实施之后的估计系数呈现明显的上升趋

①　由于行业产值的计算需要匹配税收调查数据库，而此数据库最新年份仅更新至 2016年，无法满足本文

从长期范围观察土地“放管服”的政策效果。因此，后文主要使用新增企业数量作为被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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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这表明审批权下放对重点培育产业产值的促进作用具有持续性。至此，土地“放

管服”的强链效应得到了验证。

图 8　基准估计（一）

接下来，本文进一步检验建设用地审批权下放对产业链中不同位置中新增企业

数量的影响，结果如图9（a）至图9（c）所示。可以看出，审批权下放之前，上游、中游和

下游环节中的新增企业数量均无显著变化，而在审批权下放之后，平均处理效应所对

应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审批权下放能够有效促进重点培育产业上、中、下游三个

环节企业数量的增加。具体而言，从政策实施的第三年开始，试点城市中重点培育产

业上游、中游和下游环节的新增企业数量开始显著增加并在前 8年内呈现持续上升

趋势。政策从实施到发挥效果存在时间滞后的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政策落地需地

方政府制定配套细则以及部门间权责重新划分，即存在制度调整期；另一方面，企业

需要评估政策红利以及调整投资计划，即存在市场主体响应期。由此，土地“放管服”

的补链效应得到了验证。

此外，本文检验了建设用地审批权下放对非重点培育产业新增企业数量的影响，

回归结果见网站附图 2（a）至附图 2（d）。结果显示，在政策实施之后，城市中非重点

培育产业的整体新增企业数量以及上、中、下游新增企业数量均无明显变化。此结果

一方面验证了土地政策在产业引导方面的有效性，表现为地方政府在执行过程中将

制度红利定向输送至重点产业；另一方面也暴露出“选择性改革”可能加剧要素市场

分割的风险，特别是当非重点产业中存在潜在创新主体或新兴业态时，这种政策偏向

可能抑制市场自发的结构优化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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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基准估计（二）

（三）稳健性检验

1. 重新界定重点培育产业。考虑到部分地区政府规划文件中提及的重点培育产

业与实际培育的重点产业之间可能存在差异，本文脱离政府规划文件，将具有创新比

较优势的行业定义为政府实际重点培育产业。原因在于，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和分

配资源时，通常会优先支持那些能够推动科技进步、提升生产效率和创造高附加值的

创新型产业。基于此，本文利用全量专利数据库测算各城市每年具有创新比较优势

的行业：

TRCAijt = patentijt /patentit

patentjt /patentt
（3）

（3）式中，TRCA表示创新比较优势水平，patent表示发明专利数量，j表示细分行

业。如果TRCA>1，表明城市 i的行业 j在 t年具有创新比较优势，可以被认为是当地重

点培育产业。在图 10（a）中，系数均值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建设用地审批权下放之后，

具有创新比较优势行业中新注册企业数量显著提高，也表明政府在土地配置自主权

提高之后更倾向于围绕本地具有创新比较优势的行业进行招商引资和鼓励生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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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土地“放管服”带来的强链效应。

随后，本文考察了建设用地审批权下放对具有创新比较优势行业中处于产业链

不同位置上新注册企业数量的影响。相应的结果报告于图 10（b）至图 10（d），可以看

出，政策实施后，城市中具有创新比较优势产业的上游、中游和下游的新增企业数量

均明显增加。根据每一期的系数可以发现，审批权下放对创新比较优势行业不同生

产环节中新增企业数量的促进效应主要从第三至五年开始显现，这与基准估计基本

一致。至此，土地“放管服”的强链补链效应再次得到了验证。

图 10　改变重点培育产业识别方法的再检验

2.动态安慰剂检验。影响产业强链补链的因素较多，为了判断基准检验结果是

否受到遗漏变量的干扰，本文借鉴Abadie et al.（2010）的思路，设计了适用于事件分析

法的动态安慰剂检验。具体而言，固定原有的政策实施时点，从所有城市中随机抽取

与实际实验组相同数量的城市作为虚假实验组，进行 300次重复估计。同时，为了保

证随机试验也符合平行趋势假定的要求，本文计算了土地“放管服”之前的均方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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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差（Mean Square Prediction Error，MSPE），保留小于基准估计结果 MSPE1.5 倍的随

机数据生成结果并进行图片绘制，如图 11（a）至图 11（d）所示。其中，黑色圆点为上

文基准估计系数，灰色圆点是基于虚假实验组得到的估计系数。可以发现，在政策实

施之后的第四年开始，黑色圆点位于大部分灰色圆点的上方，表明城市重点培育产业

中不同环节的企业数量上升并非偶然现象，而是与土地“放管服”改革紧密相关。

图 11　动态安慰剂检验

3. 其他形式的稳健性检验。此外，本文开展了其他形式的稳健性检验。一是排

除直辖市的特殊性带来的潜在影响。原因在于，直辖市隶属于中央政府，土地审批

面临的决策链条相对简化，这可能导致其在建设用地审批权下放过程中表现出不同

的政策响应。为此，本文将此类城市剔除之后再次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审批权下放

依然能够产生显著的强链补链效应。二是排除贸易摩擦的干扰。2018年之前，我国

产业政策聚焦“发展效率”，地方强链补链行动呈碎片化状态。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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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爆发推动了国家产业政策发生重大转向，国家开始强调产业安全并密集出台相关

文件，这可能会混淆建设用地审批权下放的强链补链效果。为此，我们将样本严格

限定至中美贸易摩擦前的时期（2006-2017年），这样既能捕捉审批权下放对产业链

产生的动态效应，同时也能规避国家密集主导的产业安全干预政策。所得结论保持

不变①。

五　机制分析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建设用地审批权下放促进产业强链补链的关键路径有两条：

一是地方政府建设用地自主权提高之后出于强链补链的动机更倾向于围绕重点产业

高效出让土地，而非“遍地开花”式地向大量非重点行业提供土地。二是建设用地审

批效率提高之后，地方政府更容易因企施策、因地制宜地引育链主型企业和打造集群

经济，从而实现强链补链。接下来，本文尝试基于微观地块交易数据和企业数据检验

以上作用机制。

（一）土体供给倾向与出让效率

1. 土地供给倾向。土地出让数据能够直接反映地方政府在建设用地审批权下放

后是否通过增加工业用地供给来支持重点产业发展和完善产业链条。关于土地出让

面积的计算，税收调查数据 2011年之后公布了企业应税土地面积合计这一指标，然

而在 2011年之前仅公布了应纳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这一指标。为此，本文整理了所

有城市的企业用地适用单位税额标准，根据“实际占用土地面积=应纳城镇土地使用

税税额/适用单位税额”这一公式测得所有企业的用地面积，继而通过分类加总获得

城市各重点培育产业以及上、中、下游环节占用的土地面积。

图 12（a）报告了建设用地审批权下放对城市重点培育产业获得土地出让面积的

影响结果，可以看出，在审批权下放之前，所有时期的系数均不显著，这意味着政策

实施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中重点培育产业获得的土地支持没有明显差异；在政策

实施之后，估计系数均值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审批权下放提高了政府向重点

培育产业的土地供给倾向。分时期来看，政策效果具有显著的即时性和持续性，从

政策实施后的第一年开始，重点培育产业获得的土地面积即出现明显提升，并且这

种正向效应在后续时期持续增强。随后，本文将重点培育产业所获得土地出让面积

①　其他形式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见网站附图 3和附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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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总出让面积比例作为被解释变量再次进行估计，结果报告于图 12（b）。可以看出，

不论在短期还是长期范围内，审批权下放显著提高了城市内重点培育产业获得的土

地出让占比。此外，本文进一步检验了建设用地审批权下放对非重点培育产业用地

的影响，结果显示，非重点培育产业用地面积及面积占比在审批权下放之后出现明

显的下降①。此结果表明，政府供地倾向是土地“放管服”影响产业强链补链的作用

渠道。

图 12　审批权下放对供地的影响

2. 土地制度性交易成本。根据本文理论分析，建设用地审批权下放到地方政府

将使得土地出让决策链条缩短，减少了审批环节和企业等待时间，降低了企业在获取

土地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从而加快产业强链补链。为此，本文使用政府批准土地出让

与土地交割之间的时间差作为土地制度性交易成本的代理变量，时间差越短，意味着

企业面临的土地制度性交易成本越低。

图 13（a）报告了以城市中单位地块交割时间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审批

权下放之前，试点与非试点城市中单位地块交割所需时间并无明显差异，而在审批权

下放之后的第一年，显著为负的系数意味着土地交易时间明显缩短。尽管在政策实

施的第二年中，估计系数不显著，但从第三年开始，每个时期的系数显著为负且持续

下降，这意味着从长期来看，建设用地审批权下放能够对土地制度性交易成本产生持

续的抑制作用。图 13（b）报告了以城市中每年所有地块交割时间总和作为被解释变

量的估计结果。从审批权下放之后的第三年开始，试点城市内每年建设用地交割时

①　建设用地审批权下放对非重点行业土地供给倾向的影响结果见网站附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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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大大降低，再次验证了土地“放管服”对土地制度性交易成本具有抑制作用。至此，

假说2a得到了验证。

值得说明的是，单从土地制度性交易成本下降这一机制来说，重点产业和非重点

产业中的企业数量都应该上升。然而，审批权下放也减少了非重点培育产业的土地

供给，这一机制抑制了非重点培育产业的企业数量。如此一来，土地制度性交易成本

下降对非重点培育产业中企业数量的促进作用可能被土地供给减少带来的抑制作用

抵消。因此，正如本文在基准估计中发现的那样，非重点产业的企业数量在建设用地

审批权下放之后并未上升。

图 13　审批权下放对土地交割的影响

（二）链主型企业引育与集群经济塑造

1. 链主型企业引育。链主型企业作为产业链中的核心力量，不仅具备引导资源

配置和技术创新的能力，还能够通过其强大的市场地位带动产业链中其他企业的协

同发展，是推动地方强链补链的重要参与者。参考叶振宇和庄宗武（2022）的思路，本

文在获得各城市全量工商企业信息和专利申请的基础上，将重点培育产业中当年专

利申请数量位于全国前 5%的企业界定为该产业中的链主型企业，通过图 14（a）可以

发现，从政策实施之后的第四年开始，城市中链主型企业数量开始显著增长。随后，

本文将重点培育产业中当年产值规模位于全国前 5%以内的企业界定为该产业中的

链主型企业①。检验结果报告于图 14（b），显示链主型企业数量在政策实施之后的第

①　本文将构建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分布数据库与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获得各重点培育产业中企业产

值。因为目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仅更新至 2015年，因此图14（b）的样本年份也截止于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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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开始便出现明显上升。以上结果表明链主型企业的引育是土地“放管服”改革促

进各城市强链补链的有效渠道。

图 14　审批权下放对链主企业数量的影响

2. 集群经济塑造。根据理论分析，集群经济是建设用地审批权下放促进地方产

业强链补链的影响渠道之一。本文首先使用土地配置行业集中度作为集群经济的代

理变量，原因在于，产业集群的核心特征体现为特定产业在空间上的高度集聚，而土

地作为企业生产活动的空间载体，其出让用途和行业属性能够直接反映区域产业的

空间布局特征。区位选择理论表明，企业倾向于在产业配套完善、要素禀赋匹配的区

域集聚以降低交易成本，这种自发性选址行为会通过土地出让的行业属性显性化。

新经济地理学强调，土地出让的行业分布集中程度越高，越能促进知识溢出、基础设

施共享和劳动力池形成。本文借鉴白秀叶等（2023）的做法，通过测算土地出让的赫

芬达尔集中度来衡量产业集群水平：

HD = ∑j=1 Sij
2 （4）

其中，HD 表示产业集群水平，Sij 表示城市 i 行业 j 的土地出让面积占总出让面

积的比重。关于行业层面的土地出让面积，本文将中国土地市场网公布的微观交

易地块所属行业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逐一匹配，并保留第二、三产业的土地数

据。HD 数值越大，表明城市中土地出让的行业分布越集中，产业集群特征就越明

显。图 15（a）报告了建设用地审批权下放对土地出让行业集中度的影响结果。显

著为正的系数均值表明，审批权下放之后，地方政府土地出让的行业分布明显趋于

集中，从而强化了集群经济，并且这种强化作用具有明显的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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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集群经济的成功不仅依赖于地理上的集中，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在

区域内企业是否能够有效地合作创新或者形成一个动态的、开放的知识网络

（Cantner et al.，2016；Balland et al.，2020）。为此，本文根据全量专利数据库获取和整

理城市层面的专利申请数据，使用城市内由不同企业合作共同申请的专利数占当年

城市专利总数的比重作为集群经济的代理变量，其受到建设用地审批权下放的影响

结果报告于图 15（b）。可以看出，在政策实施之后，城市内企业之间合作创新活动出

现了明显的持续增长。以上结果证明了集群经济是土地“放管服”促进城市强链补链

的有效渠道。至此，假说2b得到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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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审批权下放对集群经济的影响

六　土地要素特征视角下异质性检验

前文验证了建设用地审批权下放通过对重点培育产业“精准供地”实现强链补链

的核心机制。然而，该机制的有效性可能受区域土地要素特征的约束。为此，本文从

工业用地需求强度、土地市场化水平、房地产财政依赖度这三方面展开异质性检验，

揭示“精准供地”机制发挥作用所需要的环境条件。

（一）基于工业用地需求的异质性分析

工业用地需求强度直接决定了地方政府实施精准补地的紧迫性，本文接下来检

验建设用地审批权下放对不同工业用地需求强度地区产业链调整的影响。

ILDit = ILTit × ILAit

SLAit
（5）

式（5）中，ILD 表示工业用地需求，ILT 表示工业用地出让笔数，ILA 表示工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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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出让面积，SLA表示服务业用地出让面积。工业用地出让笔数越高往往意味着该

城市的工业活动越活跃，工业用地需求越旺盛；同时，本文引入“工业用地出让面积/
服务业用地出让面积”作为权重系数，该比值反映了地方政府或市场在土地资源配

置中对工业与服务业的倾斜程度。ILD 数值越大，说明工业用地需求在产业用地中

占据的比重越大。以上数据来自中国土地市场网。分组检验结果报告于图 16（a）
和图 16（b），根据系数均值可以发现，高需求组中审批权下放的强链效应远高于低

需求组。分年度来看，在工业用地需求较高的城市中，审批权下放之后的第三年开

始，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且持续增长；而在工业用地需求较低的城市中，审批权下放

对重点培育产业新增企业数量的影响在绝大多数年份中均不显著，个别年份的估

计系数甚至为负值。

图 16　审批权下放强链效应的差异性影响（一）

同时，表 1报告了建设用地审批权下放对上、中、下游新增企业数量的分组检验

结果。可以看出，从政策实施之后的第三年开始，工业用地需求较高的城市中重点培

育产业的上、中、下游新增企业数量均明显增加；而在工业用地需求较低的城市中，重

点培育产业的上、中、下游新增企业数量在政策实施之后的前两年甚至出现微弱下降

现象，在政策实施后的第七年才开始显著增长。

上述结果意味着土地“放管服”的强链补链效应主要体现在工业用地需求较高的

地区。本文对此理解为，高工业用地需求地区通常处于产业升级关键期，建设用地审

批权下放赋予了地方政府快速响应能力，使其能够凭借本地信息优势将土地定向投

放至重点产业的关键环节。而对于工业用地需求较低的地区，地方政府缺乏精细化

配置土地的紧迫性，导致新增土地并未大量流向重点产业，造成审批权下放所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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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链补链效应较为滞后。此结果意味着土地“放管服”改革过程中需建立“需求响应

型”放权机制。

表 1 异质性检验：工业用地需求

工业用地需求

政策实施
1～2年

政策实施
3～4年

政策实施
5～6年

政策实施
7～8年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

年份固定

观测值

上游新增企业数

较高

（1）
0.0082

（0.0059）
0.0139**

（0.0064）
0.0217**

（0.0092）
0.0348***

（0.0113）
控制

控制

控制

2325

较低

（2）
-0.0008

（0.0037）
0.0021

（0.0037）
0.0092

（0.0071）
0.0172*

（0.0099）
控制

控制

控制

1921

中游新增企业数

较高

（3）
0.0067

（0.0050）
0.0130**

（0.0054）
0.0279***

（0.0085）
0.0352***

（0.0099）
控制

控制

控制

2325

较低

（4）
-0.0038

（0.0038）
0.0005

（0.0039）
0.0043

（0.0079）
0.0246**

（0.0108）
控制

控制

控制

1921

下游新增企业数

较高

（5）
0.0037

（0.0047）
0.0100**

（0.0043）
0.0233***

（0.0061）
0.0331***

（0.0075）
控制

控制

控制

2325

较低

（6）
-0.0030

（0.0026）
0.0007

（0.0028）
0.0066

（0.0054）
0.0200**

（0.0081）
控制

控制

控制

1921
说明：*、**、***分别对应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里的数值表示稳健标准误，后表同。

（二）基于土地市场化水平的异质性分析

土地市场化水平决定了价格信号对资源配置的引导效率，其通过筛选机制保障

土地“放管服”的强链补链效应。为此，本文基于微观地块交易数据，用招拍挂出让面

积占总出让面积比重来衡量城市的土地市场化水平，继而根据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

土地市场化水平较高和较低两组分别进行检验，进而揭示土地“放管服”的强链补链

效果如何受土地制度环境约束，结果报告于图 17。观察图 17（a）可以发现，整体而

言，土地市场化水平较高城市中建设用地审批权下放对重点培育产业的强链效应明

显高于水平较低的城市。分年度来看，在土地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城市中，政策实施之

后的第三年开始，建设用地审批权下放对重点培育产业新增企业数量的促进作用开

始显现并具有稳定增强趋势。相较之下，观察图 17（b）可以发现，在土地市场化程度

较低的城市中，在建设用地审批权下放之后的大部分年份中，估计系数不显著，部分

时期的系数甚至为负。同时，表 2报告了建设用地审批权下放对上、中、下游新增企

业数量的分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土地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城市中，从政策实施之

后的第三年开始，重点培育产业上游、中游和下游新增企业数量均出现明显的持续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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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上升趋势；而在水平较低的城市中，各环节新增企业数量在政策实施之后的某一时

间段仅出现短暂的增长，其他时期均无显著变化。

图 17　审批权下放强链效应的差异性影响（二）

表 2 异质性检验：土地市场化

土地市场化水平

政策实施
1～2年

政策实施
3～4年

政策实施
5～6年

政策实施
7～8年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
年份固定
观测值

上游新增企业数
较高
（1）

0.0086
（0.0076）

0.0194**

（0.0078）
0.0279**

（0.0113）
0.0419***

（0.0125）
控制
控制
控制
2061

较低
（2）

0.0101**

（0.0051）
0.0114

（0.0089）
0.0167***

（0.0061）
0.0072

（0.0085）
控制
控制
控制
2183

中游新增企业数
较高
（3）

0.0047
（0.0055）
0.0145***

（0.0055）
0.0298***

（0.0084）
0.0438***

（0.0098）
控制
控制
控制
2061

较低
（4）

0.0065
（0.0055）

0.0085
（0.0071）
0.0185***

（0.0058）
0.0083

（0.0118）
控制
控制
控制
2183

下游新增企业数
较高
（5）

-0.0008
（0.0045）

0.0086*

（0.0045）
0.0213***

（0.0067）
0.0334***

（0.0077）
控制
控制
控制
2061

较低
（6）

0.0054
（0.0055）

0.0048
（0.0042）
0.0181***

（0.0045）
0.0089

（0.0127）
控制
控制
控制
2183

上述结果意味着土地“放管服”的强链补链效应更多体现在土地市场化水平较高

的地区。本文对此理解为，土地市场化水平差异构成了政策传导的制度性门槛。在

高市场化地区，土地市场竞价机制能够自动筛选出具备技术创新、全要素生产率优势

的强链补链型企业，强化“精准供地”的市场化路径；而低市场化地区的土地出让以协

议出让为主导，割裂了土地价格与企业价值的关联性。地方政府在缺乏市场信号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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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下容易受非市场因素干扰，进而削弱政府在审批权下放之后对产业链薄弱环节的

精准支持意愿。

（三）基于房地产财政依赖度的异质性分析

接下来，本文基于房地产财政依赖程度对样本进行分组检验，旨在揭示地方政府

财政激励结构对建设用地审批权下放政策效果的影响。本文使用房地产土地出让收

入占土地出让总收入的比重来衡量房地产财政依赖度，然后根据中位数将样本划分

为对房地产财政依赖度较低和较高两组分别进行检验，结果报告于图 18。通过对比

图 18（a）和图18（b）可以发现，在对房地产财政依赖度较低的城市中，重点培育产业中

新增企业数量在建设用地审批权下放之后的第三年开始显著增长，而在依赖度较高的

城市中，新增企业数量在政策实施后的前六年中均未发生显著变化。同时，表 3报告

了建设用地审批权下放对上、中、下游新增企业数量的分组检验结果。在对房地产财

政依赖度较低的城市样本中，上游和中游新增企业数量从政策实施的第三年开始显著

增长，而在依赖度较高的城市中，各环节新增企业数量在政策实施初期甚至出现不同

程度的下降，新增企业数量上升效果从政策实施第七年才开始显现。

图 18　审批权下放强链效应的差异性影响（三）

上述结果意味着土地“放管服”的强链补链效应更多体现在对房地产财政依赖度

较低的地区。本文对此理解为，高度依赖房地产财政的模式容易导致地方政府决策

出现短期化倾向，相比之下，产业强链补链是一个投入大、周期长的过程，其在短期内

难以替代房地产土地出让的巨额现金流。在建设用地审批权下放后，高房地产财政

依赖的地方政府缺乏足够的激励将土地资源从高收益的房地产领域转向短期收益不

明显的产业培育领域，这导致土地“放管服”对重点培育产业的政策红利被房地产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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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供地策略所吸收。而在对房地产财政依赖较低的地区，审批权下放促使土地要

素更容易回归生产要素属性，地方政府受房地产行业干扰较少，能够更专注于利用下

放的审批权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精准服务于重点产业链培育的目标。

表 3 异质性检验：房地产财政依赖度

房地产财政依赖

政策实施
1～2年

政策实施
3～4年

政策实施
5～6年

政策实施
7～8年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
年份固定
观测值

上游新增企业数
较低
（1）

0.0226***

（0.0081）
0.0268***

（0.0091）
0.0282**

（0.0142）
0.0307**

（0.0122）
控制
控制
控制
2154

较高
（2）

-0.0067
（0.0046）

-0.0004
（0.0051）

-0.0001
（0.0080）

0.0160*

（0.0093）
控制
控制
控制
2092

中游新增企业数
较低
（3）

0.0208***

（0.0077）
0.0210***

（0.0072）
0.0249**

（0.0120）
0.0390**

（0.0175）
控制
控制
控制
2154

较高
（4）

-0.0082**

（0.0040）
-0.0030

（0.0045）
0.0070

（0.0081）
0.0154*

（0.0086）
控制
控制
控制
2092

下游新增企业数
较低
（5）

0.0114
（0.0074）

0.0065
（0.0043）

0.0164*

（0.0085）
0.0232**

（0.0095）
控制
控制
控制
2154

较高
（6）

-0.0049
（0.0038）

0.0011
（0.0041）

0.0098
（0.0067）
0.0185***

（0.0070）
控制
控制
控制
2092

七　拓展性分析：土地“放管服”是否会加剧产业重复建设

尽管本文证明了建设用地审批权下放可通过提升土地要素配置效率赋能地方重

点产业链升级，但这一制度改革可能引发的空间经济效应仍需审慎辨析，即这种本地

化产业链构建策略是否会与区域分工发生冲突。若城市在已有跨区域产业集群中承

担专业化分工角色，过度强调内部产业链完整性不仅违背比较优势原则，还可能诱发

“以邻为壑”式的重复建设。因此，本文进一步检验建设用地审批权下放对城市行业

重复建设度的影响，本质上是评估“放权赋能”政策工具的双重效应：既要考察其对本

地产业强链补链的提升作用，更需考察其是否存在加剧更大区域范围内资源空间错

配的风险。

现有文献通常运用赫芬达尔指数计算城市专业化分工水平，以此来反映区域内

城市之间的产业同构程度。这种方法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赫芬达尔指数会模糊城

市内所有行业的重要程度差异，既无法识别产业同构的具体行业来源，也难以揭示重

复建设所归属的产业环节特征。为此，本文构建考虑产业中不同生产环节的重复建

设指数，其核心逻辑是通过对比城市与所在区域（省份/城市群）在重点产业链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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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各环节的新企业分布差异，更加准确地衡量城市与区域在重点产业链不同环节

上的重复建设程度，公式如下：

du_cit = 1
n∑i=1

n colpit /colit

colpgt /colgt
（6）

式（6）中，du_cit 表示重复建设程度，n表示区域内的城市数量，colpit 和 colpgt 分别表

示城市 i产业链 l内承担环节 p的当年新增企业数量，以及除城市 i以外其所在省份或

城市群中产业链 l内承担环节 p的当年新增企业数量；colit 和 colgt 分别表示城市 i产业

链 l当年新增企业总数，以及除城市 c以外其所在省份或城市群中产业链 l当年新增

企业总数。du_cit 数值越大，说明城市与区域在重点产业分工环节的重复建设程度

越高①。

图 19（a）和图 19（b）分别报告了在省份和城市群范围内建设用地审批权下放对

城市产业重复建设程度的影响结果。系数均值在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从整

体上看，土地“放管服”在促进地方政府围绕重点培育产业招商引资的同时，还能够缓

解区域内城市之间产业重复建设。分年份来看，短期内估计系数为负值但不够显著，

但从长期来看，在政策实施之后的第五年开始，土地“放管服”对城市专业化分工的强

化作用开始显现。

图 19　审批权下对产业重复建设的影响

本文对此结果理解为，一方面，传统区域分工理论强调静态比较优势，但建设用

地审批权下放通过土地要素的精准投放，可加速城市要素禀赋结构升级，重塑其在区

①　本文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并结合现有研究对城市群界定的处理经验，最终确定

了21个城市群，城市群具体名称见网站。



世界经济 *　2025年第10期　· 187 ·

陈　旭　纪展鹏　冯德连

域价值链中的位置。因此，本地产业强链补链反而有助于提升城市参与区域分工的

能力，形成“本地专业化-区域网络化”的协同演进（Baldwin，2016）。另一方面，地方

政府利用土地“放管服”改革更多是通过增强关键环节自主性降低系统性风险，使其

在区域分工体系中更具韧性，并非替代区域分工。

八　结论与政策启示

土地要素是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本文以建设用地审批权下放作为准自然实验，

运用事件分析法考察了土地“放管服”改革对我国城市产业强链补链的影响和作用机

制。研究发现：第一，土地“放管服”能够促进地方政府围绕本地重点培育产业招商引

资，这不仅增加了重点培育产业的市场规模，还增加了产业链上游和中游环节的企业

数量，进而体现出土地“放管服”的强链补链效应。随着时间推移，土地“放管服”的强

链补链效应趋于增强。第二，这背后的实现机制在于，在土地供给方面，土地“放管服”

提高了政府对重点培育产业的土地供给倾向，降低了土地制度性交易成本；在产业生

态方面，土地“放管服”促进了链主型企业引育和产业集群形成，进而扩大本地重点培

育产业的市场规模以及产业链上中游企业的数量。第三，土地“放管服”的强链补链效

应因土地要素特征的不同而存在差异，表现为建设用地审批权下放对产业强链补链的

促进作用在工业用地需求较强、土地市场化水平较高以及对房地产财政依赖度较低的

城市中更为明显。第四，进一步分析发现，土地“放管服”带来的本地化产业链构建能

够有效缓解区域内产业同构。

本文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深化土地审批权下放改革，优化配套监管机制。建议进一步扩大建设用地

审批权下放试点范围，赋予地方政府更多自主权，同时配套完善事中事后监管体系，

通过数字化平台建设、用地绩效评估和跨部门联合督查，防范“重放轻管”导致的土地

粗放利用或偏离产业导向问题，确保“放得活”与“管得住”协同发力。

第二，实施差异化供地策略，强化产业链生态培育。针对重点培育产业，推行“链

式供地”模式，优先保障产业链关键环节的土地供给，同时加大对链主型企业的政策

倾斜，通过土地指标奖励、弹性年期出让等方式吸引链主型企业落地，并配套建设专

业化产业园，引导中小企业围绕链主形成集群化布局，构建“链主引领+集群支撑”的

产业生态体系。

第三，推进区域差异化施策，提升土地资源配置效能。对于高房地产财政依赖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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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需优化土地供应结构与地方财源结构，避免短视化供地行为；对于工业用地需求

强烈的城市，缩短审批周期，探索“工业上楼”等集约用地模式；对于土地市场化水平

较低的城市，加快建立工业用地分割转让、二级市场流转等机制，通过市场化定价提

高资源配置效率。

第四，构建跨区域产业协同机制，推动专业化分工。建立省级层面的产业用地协

调平台，鼓励城市间通过“飞地经济”、产业链联盟等形式共享土地资源与产业配套能

力，对主动承担区域产业链补链功能的城市给予用地指标奖励。同时，完善产业用地

绩效评价体系，将产业链完整度、本地配套率等指标纳入考核，引导土地要素向强链

补链的关键领域倾斜，推动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下的专业化分工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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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pply Chain Effects of Land-Use Reform: 
Evidence from the Delegation of Planning Authority

Chen Xu; Ji Zhanpeng; Feng Delia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increasing uncertainty in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has revealed 

structural weaknesses in the completeness of China’s industrial chains. Consequently, cities across the 

country are urgently seeking to enhance their industrial risk resistance and economic resilience by 

strengthening and complementing these chains. Land serves as a fundamental factor of production and 

the primary space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 rational and efficient land-use approval system is 

therefore crucial, as it directly influences corporate investment efficiency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urban 

industrial structures. Drawing on urban government planning reports and data on firms’  primary 

products, this paper employs a large language model to construct a database mapping key urban 

industries and firms across upstream, midstream and downstream segments. It then uses an event study 

methodology to examine how the delegation of industrial land-use approval authority in China impacts 

this industrial chain enhancement process.

The principal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is delegation of planning authority has significantly 

facilitated the strengthening and complementing of industrial chains in key urban industries. This is 

evidenced by a notabl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new firms within these key industries, with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growth observed in the upstream and midstream segments. (2) The mechanism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reform operates through two channels: in terms of land supply, it has increased the 

government’s propensity to allocate land for key industries and reduced institutional transaction costs; 

within the industrial ecosystem, it has facilitated the cultiv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anchor firms, 

promoted industrial clustering, and consequently expanded both the industrial scale and the number of 

upstream and midstream firms. (3) These effects exhibit significant heterogeneity, proving more 

pronounced in cities with strong industrial land demand, a high degree of land marketization and low 

fiscal reliance on real estate revenues. (4) Finally,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industrial chains–driven by 

the delegation of industrial land-use approval authority – has helped to mitigate redundant industrial 

construction within the region.

This study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olicy insights for China ’s administrative 

decentralization reforms, exemplified by the “streamlining administration, delegating powers and 

improving government services” initiative in land management. Its contributions are threefold: first, it 

develops a novel large-language-model-based method for identifying and measuring industrial chains, 

offering a new micro-level empirical foundation for industrial policy research. Second, it elucidates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land factors drive industrial chain upgrading, thereby broadening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administrative decentralization studies. Third, it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synergistic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policies and land systems,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active logic between an “effective market and a proactive government.”

Key words: land-use approval system reform, strategically cultivated industries,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segments, industrial chain resilience, event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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